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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典籍传播越南主要通过包括使节在内的官派人员，中越之间商业

性质的书籍贸易并不发达。这一点与汉籍流播朝鲜的状况相近而与中日之间的书

籍传播状态不同。原因是：一、中越之间的定期朝贡制度带有贸易的性质，其便

利性压制了普通商业贸易；二、中越贸易中心在两广地区，离清代的书籍集散地

长江中下游地区较远，这推高了书籍的成本。越南重印中国典籍的情况并不普遍。

这种以包括使节购买在内的官买为主的书籍输入方式造成越南的汉籍数量相对

较少，汉籍在越南各阶层的分布极不均衡，朝廷或王族获得的汉籍最多，使节其

次，普通士人获得汉籍相当困难。这一情形影响到越南士人的文学水平，促使阮

代朝廷屡次颁布官书。 

[关键词]  典籍  流播  中越  阮朝  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东亚汉文化圈之所以能形成，汉文典籍从中国向周边的流播无疑是最重要的

条件之一。通过比较中越与中日、中朝之间的书籍流播方式，可看到同在汉文化

圈内，越南获得中国书籍的方式与朝鲜相近，与日本有较大不同，这种不同可能

是造成两国文化发展有所差异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书籍传播日本的方式，大庭修在《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

究》一书中作了深入探讨，①引用的资料大多与中日之间的商贸有关，认为汉籍

传入日本主要是往日本的中国商人完成的，有时日本一方开出书目求购，商人仅

充当执行者，更多时候，由商人主动在中国采购书籍，将之贩运至日本获利。但

朝鲜情况不同。关于汉籍在朝鲜的流播，张伯伟的著作《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

虽然重点研究诗话，但对此论题也作了深刻的揭示。该书在谈到书籍往朝鲜和日

本流播方式的不同时说：“采购是东人来中国购买书籍，输入则是中国人将书籍

带进。如果说，上一种方式体现在向朝鲜的传播，那么，这种方式则以向日本传

播为主。”②来中国购书的主要是使节，“中国书籍之稍稀贵者，除非文士入燕亲

购，则元无可得之理”，③所以有关中日书籍交流的文献多与商贸相关，而中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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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交流的史料则多见于使节文献。 

这提示中国书籍向外流播的方式大致有二种，一种与贸易有关，一种与朝贡

制度相联系。在汉文化圈內，中越书籍交流的情况与中朝极为相近，可以互相映

证。 

 

一、中国典籍输入越南的法律和政策 

越南初立国时，中国常以赐书的方式赠送越南佛教典籍，书籍的买卖一开始

受到限制。《宋史·交址传》说： 

大观初，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法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

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①
 

由此可断定，约 1107 年前，法令规定中越间书籍是不许买卖的，因此才由贡使

提出买书的要求。此次诏谕形成了惯例，其中禁止流向越南的书籍品种为后来所

继承。《元史·安南传》记： 

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泽等奏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买舆地

图及禁书等物，又抄写陈言征收交趾文书，及私记北边军情及山陵等事宜，

遣使持诏责以大义。②
 

这说明，宋元时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图书是限制传入越南的，但除此以外的儒家著

作及诗文集之类则不被禁止。明代沿袭这一政策，《明史‧ 宋濂传》中说：“士大

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

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其集。”可见一般性的文学作品的买卖比较自由。 

有时中国对于出口的书籍品种也有法律上的特别限制。如《大清律例》卷二

十兵部律中有“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罪名，其中有条例规定“凡外国差使臣人

等朝贡到京与军民人等交易，止许光素纻丝绢布衣服等件，不许买黄紫黑皂大花

西番莲缎疋，并不得收买史书及一应违禁军器硝黄牛角铜铁等物”。③法律既规定

使节不能购买史书，则商人携史书至越南贸易也断然不会被允许。 

从法律角度说，中国自古就有禁书的规定，即使对于国内人民，仍然有一些

书是禁止传播的，如有关谶纬一类的书籍，或国家临时规定某些特定名目的禁书。

清代对于通俗小说或戏曲一类作品就曾禁止出口。如清署名清凉道人《听雨轩笔

记》卷四《赘纪》描述清乾隆时，越南使节经广西省城桂林出关时的仪节，其中

说： 

唯过广西省城桥船时，首府先遣经历查其所带书籍，录取书目呈览，每

部价值若干，均注于下，首府核其不应带出者，禀知上宪截留之，仍遣经历

赍原价往取其书回，如小说传奇之类皆在所禁者也。④ 

对小说戏曲的出口限制其实就是明清国内禁止“淫词小说”的延伸。⑤黎贵惇《北

使通录》有一些记录显示出以上规定的具体实施状况，说明查扣小说传奇并由政

府补偿书价是得到实行的。该书中有篇呈文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十二

日要求广西地方发还被没收的《渊鉴类函》一部。观其呈文可知，黎贵惇一行在

中国购买相当数量的书籍，但在桂林省城查验时被没收若干，包括《渊鉴类函》

一部。据黎贵惇文后记载，此书后来被发还，并由中国官府取回因收缴该书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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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黎氏的银两计四两二钱六分。黎贵惇等人被中国关口没收的书籍中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封神演义》、《贪欢报》等小说戏剧书；一类为有卜筮功用的易数之

书，如《神相金书》《渊海子平》等，但《大清律》也被没收，应该是因为涉及

政治太深的缘故。①
 

整体而言，中国法律不禁止书籍出口，对某些品种如史部书、易数书、小说

戏曲类书则有所限制。但实际上，这些禁令有时执行并不严格，越南仍有机会可

以获得以上种类的书籍，这一点在越南阮朝的书目中可以见出。如《古学院守册》

（编于启定九年至十年，1924-1925）小说类有《隋唐演义》、《说唐薛府传》、《西

洋记》，戏曲类则有《审音鉴古录》、《纳书楹曲谱》、《花月痕传奇》、《芝龛记》、

《旗亭记》、《三星图传奇》、《新曲六种》、《重订缀白裘新集》等。阴阳地理类书

籍也在《古学院守册》上有所记录，如《河洛理数》、《易林补遗》、《五种秘窍》、

《三台通书正宗》等，但其数量的确较其它书籍少。可疑的是清律中虽规定史书

不能出口至国外，但越南书目中史书数量仍较多，而且黎贵惇的被没书籍名单里

也没有史部书。据此可推断，清代法律上史书不能出口的规定实际并没有执行，

而小说戏剧类及易数类书则受到严格的禁止。 

因此，越南士人如要学习诗文，要获得所需的中国书籍没有法律上的障碍。

但就书籍流播的实际情形来说，影响越南文化状况并进而影响汉文诗创作水平的

似乎是书籍流入的方式。 

 

二、中国书籍流播越南的方式 

汉籍流往朝鲜、越南和流往日本的方式有所不同，这在明代文献中即可见出

端倪。邱浚《大学衍义补》中说：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

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

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

请自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

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② 

邱浚明确地认为安南朝鲜在四夷中是最好书籍的，在他笔下，二国获得书籍的方

式之一是使者于贡途进行交易。他没有提到日本，原因即是日本的购书是通过民

间商业，不易为政府发觉。朝鲜安南二国使节入华时，必须有伴送官沿途伴随，

其行为极易被朝廷掌握。现存的汉籍流播越南的史料几乎都与入华贡使或官派人

员有关，关于商人将书籍贩卖至越南的材料极少，《大南实录》阮文诚《上大学

衍义表》中说： 

第其为书，卷帙繁多，清商带来者少，从来学者罕得而见。③ 

此文中用“带来”二字，暗示即使是清商贩运至越南的书籍，也只是顺便带来，

不具备商业价值，故不用贩卖之类字眼。 

但如认为商业性的书籍流播方式不存在，却并不确切。阮绵审《仓山诗集》

有《购书》诗云： 

世俗学干禄，坊书乏佳者。粤东估船至，杂物积巨舸。《节要》与《时

文》，（原注，《节要》《时文》皆书名。何案，“时”因避讳原作“辰”。）束

之高阁可。列单寄某某，错买谁能那。四载一使燕，待此计良左。矧乃不肯

                                                        
① [越南]黎贵惇：《北使通录》，《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 4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85 页。 
② 邱浚：《大学衍义》卷 145，影印《四库全书》第 71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82 页。 
③ [越南]张登桂：《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 38，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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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相向愁尾琐。担夫有常定，伊谁克负荷。佣雇费敢惜，雨潦测诚叵。所

以购之难，十愿九不果。安得比陈农，亲求偏天下。① 

绵审首先提到的是坊书即本土刻印的中国书，认为其中缺少好书。在越南，重印

汉籍的情况并不通行，《古学院守册》是法殖民政府在原有新书院藏书的基础上

（新书院藏书的基础就是内阁书）汇集社会文籍的产物，是越南古代书籍集大成

的一部目录②。其中所收中国书共 1953 种，标明越地重刻的书只有 5 种。现存《北

书南印版书目》收越南重刻书 680 种③，但绝大部分是佛书或俗信、劝善、启蒙

之类的底层书，文学类书极少。诗类唯有《诗林正宗》、《咏物诗选笺注》、《诗学

圆机活法大成》、《应制诗》、《试律青云集》、《明诗别裁》、《唐诗鼓吹》、《唐诗合

选》、《李青莲集》、《邵子诗抄》、《战古堂诗》等十一种，且此十一种或为通俗读

物，或与科举相关。因此，绵审说“坊书乏佳者”是越南的实际情况。诗中还提

到了三种从中国买书的方式，第一种即纯粹商业性的购买，卖方是广东来的商人。

但商人所卖的多是普及性读物如《节要》（指《通鉴节要》）《时文》，价值不大。

晚清时期严璩、恩庆受官派住越南调查法殖民政府治下的华侨商业和权益状况，

写成了《越南游历记》一书④，书后记录当时越南海关从中国进口的税则，其中

有纸、笔、中国墨等项，甚至有戏衣用小镜子，可说很细致，但没有提及书籍，

这是晚清的情况。明清时国内书籍虽然免税，但中越双方商贸史料中极少见到有

关书籍的信息，这说明当时纯粹商业性质的书籍贸易不发达。 

第二种方式是寄买，即托相识的中国人代买寄回，即诗中所说的“列单寄某

某”，具体例子如阮朝范富庶（1821-1882）在《寄香港王弢园》中写道： 

所寄总局书目，见猎心喜，经抄出十一目，附邮，祈为缄送。每目各二

帙，得以广诸同好，资益见闻，胜于百朋之锡矣。„范富顿首复。注，附银

十两。⑤ 

王弢园即王韬。据此信，十一种书籍从香港寄到越南的价格在十两白银左右。这

种购书方式显然受限较多，首先要结交到中国朋友不易，其次如绵审诗中所指，

如所托非人，容易买错。 

第三种情况是前往中国的人购买书籍带回，主要是越南使节因公务之便，为

自己或友人购买书籍。对于使者本人来说，即入华购买，对于委托者来说，此种

方式也可认为是寄买的一种，但与来回完全靠中间人的第二种方式稍有不同。绵

审诗里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即此。作者认为其缺点是因为使者要雇人担荷，所以往

往并不情愿，长途跋涉中，书籍还常常遇雨受损，但如果使者愿意，当事人对费

用则不敢吝惜。可见如果出使的人能为委托人购书，也是很难得的情况。绵审的

诗说明除了越南本土的刻书即“坊书”以外，中国书进入越南还有三种途径：北

商贸易、寄买、使节购买，但都有缺点。 

还有一种情况在阮绵审诗中没有说到，即越南朝廷派人专门采购书籍。现存

的相关文献较多，如清梁章钜《巧对续录》卷上所载“咸丰丁已（按，当作巳），

越南国陪臣邓廷诚，奉其国王命来粤东采买书籍，余遇之友人座上”⑥；又如越

书所载，嘉庆二十三年越南国王“遣内院朱文燕等如清采买书籍货项”⑦；又如

                                                        
① [越南]阮绵审：《仓山诗集》卷 26，河内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VHb.183。 
② [越南]阮伯卓：《古学院守册》，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A.2601。 
③ [越南]陳文玾：《北书南印版书目》，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VHv.2691。 
④ 严璩：《越南游历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铅印本。 
⑤ [越南]范富庶：《蔗园全集》，汉喃研究院藏索书号 A.2692。 
⑥ 梁章巨：《巧对续录》，《楹联丛话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 年，第 441 页。 
⑦ [越南]张登桂：《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 8。 

http://dbpub.cnki.net/grid2008/Dbpub/detail.aspx?dbname=GXDB&fileName=GXDB355318
http://dbpub.cnki.net/grid2008/Dbpub/detail.aspx?dbname=GXDB&fileName=GXDB35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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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伯仕《粤行杂草》中《联课》一文曾提及作者的任务，曰：“余在公馆，主办

购买官书”，并在书中著录了在广州筠清行得到的营业书单。①这种方式当然由朝

廷或王室操作。 

所以除在本土的重刻或抄写外，越南得到汉籍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是从中国商人处购买，此为正常贸易；二是朝廷直接派员采购汉籍，或贡使利

用朝贡为自己或友人购书，特殊情况下中国朝廷赐书给越南，或接待人员的馈赠，

可合称为使者购书，此种方式依附于两国外交；三是列出书单由中国友人购买再

寄往越南，这是依托于私人关系的活动。 

以上三种方式中，第二种由来已久，使节买书于中越书籍交流的记载中最常

见。如早至胡朝（1400-1406）时，范汝翼有《郭州判官回京，送冠带书帙药材，

走笔谢之》诗，其中有“羽节踏残南岭瘴，单衣带得北京尘”之句②，可见郭氏

出使中国后，带回书籍赠送国内友人。清人马先登《护送越南贡使日记》自序曰：

“及其陪臣（按指黎峻、阮思僩）等亦复文雅好学，贳京师书籍满二十簏以归”
③。又如越南阮述《往津日记》记其嗣德三十五年（1882）至三十六年（1883）

出使经历，有“廿九日，至文裕堂买书”，“初九日，至扫叶书房买书”等记载。
④
 

实际上，使节购书是越南士人获得汉籍的主要来源。许多史料可以证明，越

南士人对于所缺的书籍，首先想到的是委托他人前往中国购买。阮绵审《仓山奏

版》是一篇诗史论文，叙述中国历代作家的简况，被评论的作家都是历史上的重

要人物，共七十一位。如清代只论及吴伟业、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等

五人，文末写道： 

再，向上云“集存”者，皆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静志居诗话》

录出。间有在阁所无，或者后次寄买，以备乙览，非臣一一皆有也。⑤ 

文中所谓“在阁所无”的“阁”，是指内阁，可见即使内阁藏书也不太多，连中

国诗史上最重要的诗歌文献尚不能具备，而获得这些书籍的方法是寄买，寄买显

然不是一般的市场购买，而是通过前往中国的使节或其他人顺便购进。正因如此，

道光十年（越南明命十一年），越南遣使如清，国王谕之曰： 

朕最好古诗古画，及古人奇书，而未能多得。尔等宜加心购买以进。朕

闻燕京仕宦之家，多撰私书实录，但以事涉清朝故，犹私藏未敢付梓，尔等

如见有此等书籍，虽草本亦不吝厚价购之。⑥ 

明命二十一年（1840），武范启上书，以为“向来如清使部，尝因奉使而兑易，

恐不知者视此为轻重，未足以示雅观。请嗣凡如清使部，有应买者，以银两兑换，

其附带之物并止。”而明命未肯采纳此建议，他说： 

所奏殊不近理。其物各出于其所产，以有易无，古今通义。即如肉桂、

荳蔻、燕窝等项，均是本国所有，每遇如清之期会，有附带多少换易人参、

药材、书籍清贵之品，以充国用而已，非如市肆之贩买杂货图利者。⑦ 

明命所举人参、药材等例子，均是北方特产，是清越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商品，

                                                        
① [越南]汝伯仕：《粤行杂草》，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VHv.1797。陈益源将此书单整理发表，见《越南汉籍文

献述论》，中华书局，2011 年。 
② [越南]黎贵惇编：《全越诗录》卷 4，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A.1262。 
③ 马先登：《护送越南贡使日记》序，敦伦堂同治己巳年(1869)刻本。 
④ [越南]阮述：《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第 23 页、60 页。参见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

的文献学研究》第一章，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6-32 页。 
⑤ [越南]阮绵审：《诗奏合编》，柳文堂成泰十六年（1904）年刻本，河内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A.2983。 
⑥ [越南]潘清简：《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69，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4-1975 年。 
⑦ [越南]潘清简：《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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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命眼中，书籍也是如此，必须通过使节购买不可，所以使臣利用出使买入书

籍是通行的做法。绵审虽然在诗中表达各种购书方式的缺点，但那是嗜书者的牢

骚话。诗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讲使者买书的状况，显示对作者而言这种方式最为重

要。《仓山诗集》卷二十三有诗题《王济斋使燕之役，为买书甚多，聊作长句奉

谢》，有句曰：“玄晏半生惟就借，普通七录未全窥。人生快意那有此，一朝眼底

罗全史。”显示他通过使者买书收获颇丰。 

中国书籍流播越南主要依靠使节，也可从现存越南书目中得到证明。根据《古

学院守册》对书籍刊刻年代的著录，其中刻本年限下至光绪，无宣统以后书，而

多者为道光之前。如以《守册》经部书为例，标明雍正刻本的有 12 部，康熙刻

本 47 部，乾隆刻本 76 部，嘉庆刻本 45 部，道光刻本 40 部，咸丰刻本 1部，同

治刻本 9部，光绪刻本 5部。集部书中雍正刻本有 17 部，康熙刻本 58 部，乾隆

刻本 112 部，嘉庆刻本 79 部，道光刻本 81 部，咸丰刻本 6部，同治刻本 13 部，

光绪刻本 9部。据此，书籍交流最盛的时期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以

后突然减少，而此四朝正是中越两国朝贡外交没有间断的时期。从中国出版史来

看，咸丰以后，中国所刊刻的书籍数量并未减少，近代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更

方便，越南最后一次科举在启定四年（1919），期间士人仍在读中国书。所以同

治光绪以后中国书籍流播越南的数量急剧减少，既非中国出版业方面的原因，也

非越南方面突然中断了对中国书的需求，总之不是商业因素，而是随着越南政治

形势的突变，朝贡次数减少，至光绪时则完全断绝，双方的书籍交流也逐渐走向

衰落。 

 

三、书籍流播越南主要依靠使节购买的原因 

为什么越南不能像日本那样通过正常商业获得中国书籍，而更多依靠使节或

官派人员采购？相对于中国，越南市场太小，销量有限，工人难觅，因而本地刻

书的成本很高。黎贵惇《北使通录》记乾隆二十六年（1761）北使时所见：“（黄

州）书坊人载书到此，卖之颇贱。”①说的是越南使者到黄州时，黄州书商主动载

书求售的经历，此语除了说明中国书籍价格较低外，也透露出越南使者买书在书

商中已形成口碑。阮述《每怀吟草》中说光绪六年（1880）作者在广西时，“独

喜街头书价贱，再来应购满船归”②。越南国内书籍昂贵，故不得不依赖进口，

但为何不能依靠正常国际书籍贸易渠道而多由使团购书，则当另有原因。 

越南作为藩属国有定期朝贡的制度，利用朝贡进行贸易无疑可避免商人盘

剥，以节约成本，《听雨轩笔记》卷四《赘纪》载清乾隆时： 

又贡使归时，中国物件除军器外皆许其买带，经过关津，例不查阅。 

朝贡通常二年或三年一次，或两贡并进。除了正常贡品外，因有此方便，使团常

携带大量私货，雇佣众多民夫，进行贸易活动。清汪森编《粤西文载》卷五《土

官阻留贡物疏》记明成化间使团规模： 

今照安南国递年进贡方物来，先有国王牒文到县，合用扛抬红绛行李等

项人夫六百名，以为定例。奈何近来差来陪臣夹带私货，动用人夫少则二千，

多则三千。③ 

假设以疏中所言的 600 人为运送贡品所必须，另 2400 人即为运送私货所用。如

                                                        
①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 4 册，第 217 页。 
②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 23 冊，第 33 页。 
③ 《土官阻留贡物疏》，汪森编《粤西文载》卷 5，影印《四库全书》第 1465 册，第 506 页。此疏据明《礼

部志稿》卷 92《贡使挟私货条》作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见影印《四库全书》第 598 册，第 680 页。 



 7 

依上限，每人可担 120 斤（疏中要求最多只准许每人担 90 斤），则一次贡使运往

中国的私货至多可有 28 万斤。此是明代状况。而依清时的规定，越南朝贡时，

携带货物并无上限，《听雨轩笔记》卷四说： 

道镇验表文，阅贡物，查其随从人数，量留百余人跟随赴京，余悉犒赏

酒宴银帛，遣其回国。凡有货物不计多寡，许其携带，唯军器则禁之。 

据此，越使初入关时，人数远不止百人，只是入境后，只许百余人进入内地，但

货物仍准其携带，而改由中国民夫运送，这与明代并无不同。《钦定大清会典则

例》卷九十三：“（康熙）七年，覆准安南贡船不得过三，每船不得过百人”，①此

规定是针对来华贡使携带人员过多所设。明代定例为六百人，然动用人夫多至三

千，清代附于使团的贸易规模也应相去不远。如此多人员携带如此多货物来华，

如果不顺便购买相当的中国货物返回是不可想象的。大量的朝贡贸易反过来一定

会大大抑制商人的积极性。 

商人较少贩书至越南也同中越贸易路线有关。今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

日本之研究》中所列《同一船的船头、船员人数、出港地变化表》统计，②康熙

二十七年（日本贞享五年，1688）中国往长崎的 193 艘商船中南京籍船 47 艘，

其次宁波 24 艘，福建其次，而广东及广南 6 艘，加上潮州 5艘共 11 艘。可见由

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往日本的商船以江苏浙江籍居多，而两地是当时文化最为发

达的地区。大庭修在书中讨论了输日书籍的出版地问题，结论是在输日的书籍中

南京船带来的最多，而福州船却从未有过，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江浙地区出版业发

达的缘故，③可见中国输出书籍受出口地影响很大。当时朝鲜人亦有见于此，柳

得恭云：“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崎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④也

强调了输入日本的书籍来源地在江南。与上述情况不同，中国出口越南的贸易以

两广地区为中心，越南欲采购商品多往广东，如明命三年，“给乂安号船六艘，

命该队胡文奎、典簿黎元亶、副飞骑尉黄亚黑等乘大中宝船如广东采买货项。”⑤

中国前往越南的船只以广东船为主，据《大南实录》，明命三年（1822）为各国

商船制定的税则里，广东船居首。明命十一年（1830），越南国王曾说，“清船来

商，多自广州出口，所载皆广东货物，而诈称琼州，希图减税。”⑥既然往日本的

商船携带书籍的多少因为船籍不同而差异很大，广东往越南的中国商人不易或不

愿采购书籍贩卖至越南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即使清代广州的书铺数量和书籍品种

并不少（《筠清行书目》即有 1672 种），但由于离出版地较远，成本相对高于苏

浙一带，当然也可能存在越南市场太小的原因，商人对于书籍贸易也就不太热情，

这使得中国典籍流布越南不得不更倚重使节。 

 

四、书籍流播方式对越南汉籍分布及文化的影响 

书籍的流通方式对越南汉籍数量和分布造成了巨大影响，最终波及于越南的

文化状况。从数量上看，日本由于依靠与江南的贸易往来，获得了大量书籍，这

从近现代日本所编的各种书目中可见。早在道光六年（1826），清人朱柳桥与日

本野田笛浦笔谈，就有如下看法：“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

                                                        
①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93，影印《四库全书》第 622 册，第 912 页。 
② [日本]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 500-511 页。 
③ [日本]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 43-45 页。 
④ [朝鮮]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 5，转引自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第 275 页。 
⑤ [越南]潘清简：《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16。 
⑥ [越南]潘清简：《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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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①朝鲜申维翰谈到日本汉籍时说：“自南京海贾而来者以千数，古今异书、

百家文集刊行于阛阓者，视我国不啻十倍。”②即使与朝鲜相比，越南汉籍数量也

远逊彼。据现存越南官书书目，越南朝廷藏书数量品种不是太多，上文所举内阁

书中不具备历代最重要作家诗集就是一例。内阁是阮朝早期官方藏书处，但藏书

总量至明命时也只数千卷。 

（明命十一年）置书楼于内阁，上好观北书，收拾数千卷，使内阁臣撰

次书目，置之书楼，日进数卷。每出幸城外，令十八衙皂以从，得备顾问。
③
 

朝鲜私人藏书能达到三四万卷，④而越南私人藏书未见有过万卷的记载。《邓黄中

诗抄》卷一《读书》诗序曰： 

天下间益人神智者，曰书，邺架曹仓刘庄杜库，多聚书者尔。家素诗礼，

卷帙阙如也。长伯公国朝第一比儒科（原注：嘉隆癸酉乡试之始），迁北圻大

吏，（原注：历莅南定河内二大省总督）捐赀购书得千余卷，由严父收藏为子

孙学殖具，虽无邺曹刘杜之盛，艺窗诵习，终有赖焉。余自成童，耽玩典籍，

手不停披，记诵每有新得，实赖长伯公购访之勤，严父收藏之谨也。⑤ 

邓黄中伯父邓文添曾做过南定、河内总督，属于地位较高的官员，由于只在国内

通过书商购买，一生勤勉购访得到的汉籍亦只千余卷，而马先登记载的黎峻等人

一次访京即购书二十余簏，可见在越南本地得书非常不易。 

正因如此，凡来华使者无不利用良机，尽可能多购书籍。《随园诗话》批语

中说： 

高丽书贾来京，凡遇厂肆新出诗文小说，无不购归，不论美恶，本无名

动外国之足言。即琉球、安南国人来购书者无不如是。⑥ 

不过对使臣来说，来中国的机会也不会太多。所以在汉籍的分布上，朝廷因具有

最多的财力，更可以直接派人来华专门采购，其拥有的中国典籍数量最多，远远

超过其他人群；而使节可以利用一至数次机会前往中国购书并获得中国官员的馈

赠，可拥有相对较多书籍；如果没有出使机会，只能在越南本土购书藏书者，其

欲拥有大量汉籍便相当困难。三者之间差别巨大，固然与经济能力有关，但更多

受书籍流播方式的制约。 

这一情形从现存的越南书目中也可以得知：越南书目基本上是官书书目，没

有私人藏书书目。文献中也未见私人书目的记载，这说明越南私人藏书数量很少，

没有编制书目的必要。 

有限的汉籍几乎被朝廷及使臣垄断，造成的后果有二。首先是普通士人更多

地依赖写本。蔡廷兰《海南杂著》记其在越南所见： 

二十日，有塾师陈兴道以诗招饮。阅儿童所诵四子书、经史、古文、诗

赋，与中国同，皆写本。⑦
 

越南阮朝张国用《退食记闻》内则说： 

我国文献，北朝所推，但公私记载，大抵写本。自黎以前，屡遭兵火之

                                                        
① [日本]野田笛浦：《得泰船笔语》，转引自《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第 99 页。 
② [朝鮮]申维翰《青泉先生续集》卷 7，转引自《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第 274 页。 
③ [越南]潘叔直《国史遗编》，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65 年，第 196 页。 
④ 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第 12 页。 
⑤ [越南]邓黄中：《邓黄中诗抄》卷 1，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VHv.833。 
⑥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861 页。 
⑦ 蔡廷兰：《海南杂著》，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卷上。 

http://dbpub.cnki.net/grid2008/Dbpub/detail.aspx?dbname=GXDB&fileName=GXDB404430
http://dbpub.cnki.net/grid2008/Dbpub/detail.aspx?dbname=GXDB&fileName=GXDB4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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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典籍缺略。①
 

有时连地位较高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抄书，绵审的《书斋十四咏》就有《抄书》一

诗，叙述抄书的艰难。其《仓山诗抄》卷二十七另有诗题如下： 

奉敕批选沈归愚诗集。二月十二日起，六月九日始完。去日呈览，又私

抄得数卷。今夜重阅，复加圈点涂，而以鄙意为题辞四章，以谂诸审音者，

幸垂和而赐教焉。 

绵审是明命之子，为当时嗣德的叔父。他利用嗣德让他批选沈德潜诗集的机会，

私自抄写了若干卷。可见原书为国王所拥有，他本人能阅读的机会不多。阮绵审

对于沈德潜的诗集尚需要抄写，其他士人拥有汉籍的状况可想而知。 

其次，汉籍的稀缺和被垄断已影响到越南士人的汉文化水平。明命三年

（1822），越南国王尝谓礼部曰：“书籍所以广见闻，今士学浅陋，书少故也。可

令祭酒司业按在监书籍未备者，奏请颁给，以资训习。”②这表明他认定当时越南

士人学问浅陋与书籍缺少有关。又如明命十六年， 

帝御阅是堂，谓礼部潘辉湜曰：“殿试第一甲最为难得，如其不取，则

是乏材，若泛取之，恐无以惬士夫之望。”问：“旧黎殿试，题目最多，行文

至有不足者，则浸湿其卷，何也？”湜对曰：“旧黎试法，取其多记，若不

足者，留之，恐为进士玷，故浸之。”帝曰：“出题易，行文难。盖场官出题，

有书可考，而士子行文，只是记忆而已。昨有‘付泥长丽何物’之问，而对

者不知为何物。”（原注：先是核举人高伯适，题目有云：“付泥长丽何物？”

适不能对。付泥长丽是星名，出《事物异名书》。）③ 

高伯适（1808-1854）是阮代著名文人，他不能回答“付泥长丽何物”，恐怕不是

遗忘，而是对生僻一些的掌故无从知晓，而场官出题，则可以有官书作为支持。

有证据表明，有时候，越南文人甚至对较普通的知识也有所欠缺。如： 

上尝观北书，问权“广川”字，权以“广州”字对。既而，自知舛谬，

以笔墨增点，画成“州”字。④ 

何宗权（1798-1839）也是阮朝少数出色的文人，“广川”二字并不是特难的词语，

何宗权居然不知道，而将它硬解为广州，可见他很可能并未读过“脉脉广川流，

驱马历长洲”这样的唐诗名句。进士尚且如此，普通士人更难符合阮朝统治者的

期待，明命在十五年（1834）曾对何宗权、黄炯说： 

朕阅今科乡试中卷，辞文鄙俚，最后一联，多用颂语，沿袭旧套而已。

（略）我国士子见闻颇狭，致词艺只得如此。然不徒士子然也，其预在学官

及充试场官者，亦鲜得渊博之人。⑤ 

以上显示明命在十五年十六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发现越南士子的素养堪忧，于是要

求往清的使节多买书，并将官书颁赐国子监和直省学堂。 

颁书籍于中外。帝谕内阁曰：朕欲作兴文教，嘉惠士林。经勅收买书籍

备赏，就中《五经》《四书》、《文学体注》，均是儒学入门，可颁给国子监各

五十部，由监臣酌给在监宗（按，原作尊）生、荫生，并初学士人。其试策、

制艺、律赋、试帖各二百部，乃举业程序，其令礼部量发国子监，并在诸直

省学堂，俾广传习。⑤ 

                                                        
① [越南]张国用：《退食记闻》卷 2，汉喃研究院索书号 A.104。 
② [越南]潘清简：《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13。 
③ [越南]潘清简：《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154。《事物异名书》见于今越南所存《内阁书目》（A.113）

和《古学院守册》中。 
④ [越南]潘叔直：《国史遗编》，第 206 页。 

⑤ ⑤⑥[越南]潘清简：《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136、卷 143、卷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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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御阅是堂，谓礼部潘辉湜曰：„缘我国书籍鲜少，虽有宏博之才，无

从观览。嗣有派往清国，须多买书籍，颁布士林，俾学者得广见闻可也。⑥ 

《国史遗编》记明命十八年又有赐书的举措： 

颁官书于学臣，《五经》、《四子备考》、《通鉴》，并《新策法程》，凡四

十部。交在国子监，及各督总教授训导，隶习士人。⑦ 

为了摆脱《四书》《五经》都要依赖北书的状况，解决士子的课本问题，大

约在明命晚期，越南开始大规模刻印四书五经等基本儒学著作。《大南实录正编

第三纪》卷五十八，记绍治六年（1846）江文显、邓明珍上封事，要求各都会如

平定、乂安、嘉定、河内、南定等雕刻五经四书大全印板，国王的批复是： 

原给经籍可资讲肄，如有何辖尚未颁给者，准礼部会同国子监臣，将在

监现藏五经四书大全印板详加检正，续印增给，士人有愿印刷者，听就国子

监印刷，至如所请在外诸省开局镌刻，多有行不着处，著不准行。 

这说明在绍治六年之前，越南国子监有一套四书五经的印板。士子开始有本国儒

学刻本可读。《孙衣言与裴文禩笔谈录》记录清光绪三年（1877），孙依言与裴文

禩有如下对话： 

（孙问）各种书籍有刻本否？抑或购自中华？ 

（裴答）《五经》、《四书》、《通鉴》、《渊鉴》皆有刻本。余诸书皆购自

中国读之。① 

由此可知，至嗣德（1848-1882）时，虽然士子得书较难的问题有一定改善，获

得儒学基本教材比以前更为容易，但其它书籍仍靠中国输入。 

关于汉籍对越南文化的影响，明命在十七年曾说：“清国书籍备具，学者易

于修进，我国士子所学虽未甚博，然文辞佳丽，亦有足观。今而后，世道日昌，

人文日盛，清人未必能胜我矣。”②这是在他多次颁书之后说的话，表达出他对中

越文化水平差异的思考，以及通过购买、颁布官书来提高越南汉文化水平的期望。

前代学者也曾注意到这点，陈修和有言：“然越南各朝，虽有发展文化教育之意

志，终以人力物力之艰难，效果甚微，中国书籍，间可罗致，实难普及。以越南

之文化程度，比之中国各边省，或且过之。”③将越南文化的发展与汉籍相联系，

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也可说，正因条件的困难，越南所取得的汉文文学成就才

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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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exchange from China to Vietnam and its influence to culture in 

Nguyen dynasty 

In most cases, the medium bringing Chinese books into Vietnam is official 

agents and diplomatic envoys in Nguyen dynasty, market trade of books is not 

prosperous, and that is just like the situation of Sino-Korea,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ino-Japan. This is resulted in two facts, systematic tribute to central empire with 

attached trade suppressed the enthusiasm of independent merchants, and commercial 

cost is too high because source area of imports from China is Guangdong , which is 

far away from the centre of book production and trade--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ecause reprinting Chinese book in Vietnam is not common 

practice, Over-relianc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envoys purchase produces 

two results, less books in Vietnam in comparison with Korea and Japan, and seriousl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books in different Hierarchies, the royal family gets most 

books, followed by the diplomats, the ordinary people have little chance to get books. 

That influenced literature level of Vietnamese scholars and promoted Vietnamese 

government to distribute books to common students and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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